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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学习环境中幼儿的自发数量聚焦* 

崔  爽  高亚茹  王阳阳  黄碧娟  司继伟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358) 

摘  要  大量从“能力”角度来探讨个体早期数学发展的研究仅专注于儿童早期的数学知识和技能, 而忽略了

可能与儿童早期数学能力相关的方面。近年来, 数学认知发展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自发数量聚焦(Spontaneous 

focusing on numerosity, SFON), 即个体对环境中数量相关信息自发注意的认知倾向。SFON 被视为其他数学聚

焦倾向概念的基础, 但与自发数字聚焦(SAN)、自发阿拉伯数字聚焦(SFONS)和自发数量关系聚焦(SFOR)之间

的联系仍需进一步明晰。作为数学表现的领域特异预测因子, 个体 SFON 的发展轨迹和作用机制是当前研究

的重点所在。未来可从数学动机、数学焦虑等角度进一步探讨 SFON 的作用机制, 改良与创新 SFON 测量工

具, 同时需深入推进家庭和学校场合的 SFON 干预研究。 

关键词  自发数量聚焦, 早期数学技能, 非正式环境, 儿童 

分类号  B844 

日常生活对于人们尤其是儿童数学能力的培

养具有重要作用。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数学能

力去解决问题也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Jansen et al., 2016)。大量涉及数学推理和技能的

练习并不发生在正式的学习环境中, 而是经常发

生在日常情境中(Hannula & Lehtinen, 2005; Lobato 

et al., 2012)。但与数学课堂不同, 日常生活中并没

有人指导相关的数学知识(Gunderson & Levine, 

2011), 只能依靠个体本身以认识到这些情况下与

数学的相关性。在非明确数学的情境下, 个体对

某一情境中数学方面的认知倾向具有很大程度不

同(Hannula & Lehtinen, 2005)。个体对数学方面的

认知倾向越高, 其进行数学推理的练习机会也就

越多, 更利于正规数学技能的发展, 从而导致有

的儿童从小接触数学就能顺利学好, 有的却逃避

和紧张数学学习。 

芬兰学者 Hannula 和 Lehtinen (2001)最先提

出将个体对环境中数学相关的认知倾向称为自发

数量聚焦(Spontaneous focusing on numerosity,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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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 SFON), 旨在揭示幼儿在上学初期的数学

能力(如计数、算术技能等)个体差异的原因(Hannula- 

Sormunen, 2015)。近年来逐渐引起了更多研究者

的关注。Hannula 等人对 SFON 的界定是：一种自

发的过程, 即个体以他人不提示的自发方式将注

意力集中在一组物品或事件的精确数量方面, 并

在活动中使用这些信息(Hannula & Lehtinen, 2005)。

而个体自发性地将注意集中于不同情境和时间中

的准确数量的一般性倾向称为 SFON 倾向性(Hannula, 

2005; Hannula & Lehtinen, 2005)。该倾向性的测量

指标为在环境中自发使用精确数量的行为(Hannula 

& Lehtinen, 2005)。研究者认为, SFON 之所以在

儿童后期的数学能力中有重要作用, 主要是因为

这种关注数学信息的倾向性将触发个体启动更多

的数学练习, 从而更多地运用相应的数学知识和

技能(Hannula et al., 2010)。而这些更倾向于关注

各种情境中数学方面的儿童, 将比那些不关注数

学方面的儿童更有利于数学发展(Hannula-Sormunen, 

2015)。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研究者已将研究对象逐

渐拓展到许多国家儿童 , 包括英国 (Batchelor, 

2014; Batchelor et al., 2015)、厄瓜多尔(Bojorque et 

al., 2017)、比利时(Rathé et al., 2018; Rathé et al., 

2020)、中国(Tian & Siegler, 2015)、美国(Ed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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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ter, 2013; Tian & Siegler, 2015)、瑞士和德国

(Kucian et al., 2012)、澳大利亚(Gray & Reeve, 2016)、

意大利(Sella et al., 2016)、以色列(Sharir et al., 

2015)等。SFON 正日益成为当前探讨个体底层数

学能力早期发展的一个崭新视角。 

1  精确数量感知的自发性注意 

婴儿和许多动物都具有一些生物本能上的初

级数量能力, 为后来的数学发展奠定基础(杨伟星 

等, 2017)。但是初级数量能力, 如客体文档系统和

近似数量系统在数量大小和准确度上都受到限制

(Pelland, 2020; Shusterman et al., 2017)。已有研究

表明, 个体对数概念的掌握独立于语言、文化、

年龄和早期教育(Piantadosi et al., 2014), 个体内

在的认知机制, 如注意、记忆、言语等会起到重

要作用(Pelland, 2020)。如王一峰等人(2011)提出, 

在感数的认知机制中, 视空间工作记忆容量决定

了个体一次能精确知觉到的客体数量, 而注意决

定了哪些信息进入视空间工作记忆。对精确数量

的认知需要个体的有意注意, 因而 SFON 在注意

倾向上进一步解释了个体在算术技能上的差异可

能是通过大脑内部的注意机制而产生的。 

日常环境中, 个体在加工集合项目的数量之

前, 需将其注意集中到所要关注的数量方面(Spelke, 

2003)。而个体在感数范围内对精确数量识别和运

用的预先注意过程并不是完全自动的(王一峰 等, 

2011), 而是自发性注意。Hannula 和 Lehtinen 

(2001, 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 尽管有大量的幼儿

具备计数能力, 但他们在生活中并没有自发地关

注数量, 且未利用数量知识。例如, 花瓶里有五朵

红玫瑰, 个体可以选择注意花的数量、颜色或品

种。由于每个人看向花瓶的目的不同, 因而选择

关注的方面也不同, 但这都需要一个预先的注意

过程(Hannula, 2005)。目前, 研究儿童数字认知的

任务多是明确引导其注意数量方面(Geary & Vanmarle, 

2016; Lira et al., 2017), 而个体在这些任务中对数

量方面的注意是被动的。通过告知儿童判断点的

数量或者比较两边点数多少的方式(Geary & Vanmarle, 

2016; Lira et al., 2017), 并不能单纯地测量儿童预

先注意感数的过程(Hannula, 2005)。因此, 引导个

体关注数量的任务并未能在方法或理论上捕捉到

儿童预先注意计算技能的自发过程, 以及可能对

后期数学能力发展有所帮助的早期个体差异, 即

儿童在数量相关注意过程上的个体差异。 

精确计数所需特定的自发注意过程会启动不

同学习环境下儿童的早期算术技能, 在日常生活

中练习数学相关技能越多的儿童也更利于其在正

规数学学习中的能力发展(Hannula et al., 2010)。

儿童在数字理解方面的核心困难是由于与抑制和

集合转移相关的执行功能较差导致的(Hassinger-Das 

et al., 2014)。相反, 能够专注于数字而忽略不相关

的信息将有助于儿童更快地掌握基本的数字技

能。个体学习如何将注意集中在环境中的数量方

面, 是早期数学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 它为数量

识别过程提供了必要的练习。而对数量的关注程

度以及在周围环境中对数字识别技能的运用程度, 

也就为个体早期数学技能发展的差异提供了可能

解释。SFON 便是基于现实生活中个体对精确数

量的识别需要特定的预先注意而提出的, 并通过

设置自然性和无引导性的任务, 以确定哪些儿童

倾向于关注刺激中离散物体的数量。 

2  自发数量聚焦相关概念区分 

近年来, 研究者已将早期数学能力的不同意

向方面引入到研究中, 如自发地爱好或倾向于关

注或注意环境中的数量(SFON)、阿拉伯数字(SFONS)、

数量之间关系(SFOR)以及数学模型(SFOP, Wijns 

et al., 2019)等, 并被统一称之为“数学聚焦倾向” 

(Verschaffe et al., 2020)。其他学者提出的自发关

注空间位置(SFOL, Hannula et al., 2010)与自发关

注数字(SAN) (Baroody & Li, 2016)也可归为数学

聚焦倾向。 

Baroody 等人 (2008)提出了自发数字聚焦

(Spontaneous Attention to a Number, SAN), 指的

是幼儿对于小数字(≤ 4)的精确数量的自发注意, 

是一个与 SFON 概念构造相似但又有差别的概念

(Baroody & Li, 2016)。Li 与 Baroody (2014)的研究

表明幼儿的 SAN 与其言语数字知识的发展有关, 

幼儿在活动中对于精确数字的关注要比婴儿更为

准确。Hannula-Sormunen 等人(2015)曾指出 SAN

的结构和方法皆与 SFON 相似, 都是对精确数字

或数量的自发注意, 且 SFON 历经十多年研究已

被系统地描述为一个可识别的注意过程, 它可以

触发精确的数字识别, 当准确的数量识别被用于

行动时, 可以通过计数或枚举来实现。因此, Hannula- 

Sormunen 等人(2015)认为 SAN术语的提出毫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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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只是 SFON 的替代名称而已。之后 Baroody

和 Li (2016)则进一步指出 SAN主要应用于对小数

字的精确概念的逐级构建和自发注意, 而 SFON

指的则是对数字的自发注意。例如, 一个孩子是

否能感知到“2”而不是“3”。即 SFON 主要指将数

字与环境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 而 SAN 主要对小

数字集合之间进行区分(以及组成一个集合的元

素的其他感知属性)。正如 Baroody 和 Li (2016)

所言, SFON是一个用于触发数学思维的一般性注

意过程, 即为触发准确的数量识别和随后行为中

所使用的已被识别的准确数字的注意需要。而

SAN 是由 SFON 触发的数学思维所引发的对精确

数字识别的注意过程(例如, 由 SFON 激活的“3

个”的概念知识所引导的对“3”的注意)。由此我们

认为, SAN 可能是 SFON 的一个子成份, 是在

SFON 过程中对于精确小数字的自发注意。 

Rathé 等人(2019)最近提出在日常生活中, 有

些儿童也会自发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阿拉伯数字符

号上, 例如日历上的数字、传单上的价格等, 而另

一些则不会注意到这些符号, 而是关注情境中的

其它方面信息。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自发阿拉伯

数字聚焦(Spontaneously Focusing on Arabic Number 

Symbols, SFONS)。与 SFON 不同, SFONS 主要在

儿童对阿拉伯数字和数字单词之间的联系以及阿

拉伯数字和数量之间的联系的理解上发挥重要作

用(Rathé et al., 2019)。Rathé 等人(2019) 开展的一

项历时三年的追踪研究显示, 幼儿的 SFONS 会随

年龄的增长而倾向增强。此外, 被试的 SFONS 和

SFON 分数在追踪期限内一直没有显著相关。这

不免让人感到奇怪, 因为 SFON 虽然是对于精确

数量的关注, 但也有研究者发现其与符号数量表

征有正相关(Batchelor et al., 2015)。Rathé 等人

(2019)认为, SFONS可能是独立于 SFON的另一个

概念。但鉴于其研究的样本量仅有 111 名幼儿, 

SFONS 是否真正独立于 SFON 仍存质疑。 

另外, McMullen 等人(2011)又提出了自发数

量关系聚焦(Spontaneous Focusing on Quantitative 

Relations, SFOR)。SFOR 倾向被定义为自发(即无

导向)地将注意集中于数量关系和在非明确数学

情境中对这些关系的运用。SFOR 倾向涉及对两

个或更多项目(子)集合或数量的定量关系的关注, 

而不是仅关注单一项目的数量或量化的总额。例

如, 不是关注碗里不同苹果的数量(如两个绿苹果

和四个红苹果), 而是关注不同种类苹果的量化关

系(如红苹果是绿苹果的两倍, 或有三分之一的苹

果是绿色的)。在由美国和芬兰学者联合开展的幼

儿研究中, 学者们认为 SFOR 是一种可分辨的认

知和注意倾向(McMullen et al., 2011, 2013)。同

SFON 一样, SFOR 倾向性可作为数学发展中个体

差异的潜在来源, 在儿童后期的数学学习和发展

中起到重要的预测作用 (McMullen et al., 2011, 

2013)。儿童和学生自发关注数量和数量关系的倾

向将是数学发展和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McMullen 

et al., 2019)。但目前对于 SFOR 的关注多停留在

乘法关系上, 而未考虑加法关系(McMullen et al., 

2011, 2013)。Degrande 等人(2017)开始关注加法和

乘法多种数量关系。未来研究也需要进一步考虑

个体注意到不同类型的数量关系, 如加法关系、

部分和总量的分数关系等。 

最近, Cicchini 等人(2016)提出了人类对数量

的自发感知(Spontaneous perception of numerosity)。

通过一个包含密度、面积和数字的二维空间, 他

们发现被试对数量变化的反应要比面积或密度的

变化敏感得多。即使在明确指示做出密度或面积

判断的任务中 , 被试也会对数量做出自发的反

应。因此, 研究者提出人类会通过专门的机制直

接而自发地提取数量信息, 即对数量的自发感知

(Cicchini et al., 2016)。最近, 这一概念在学龄前儿

童中也得到了验证, 即对于数量的反应要比面积

或密度更为敏锐(Anobile et al., 2019)。与 SFON

不同, 这一概念更多说明了人类在感知周边信息

中对于数字加工的底层机制, 是一种自动地对数

量的感知加工, 这种对数量的自发感知并不强调

个体倾向性的差异, 而是普遍存在人人皆有, 从

而更清晰地证明了人类对于数量的敏感性是基于

这种自发感知。我们认为, 这种对数量的自发感

知更多是对非符号近似数量的感知倾向, 而不是

“精确”数量的感知, 且该研究中是指人类对于近

似数量的变化要比面积和密度的变化更为敏感 , 

而非单纯从现实生活中自发地关注到近似数量的

信息。在 SFON 的界定中, 研究者认为这种自发

的聚焦倾向是针对“精确”数量, 必须将儿童对近

似数量的自发聚焦倾向排除在范围之外。人类对

近似数量的自发感知可能是与生俱来的(Anobile 

et al., 2019; Cicchini et al., 2016), 但对于近似数

量的自发关注可能也需要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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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而不仅仅停留在近似数量的变化感知上。 

不难发现, 近年来提出的与 SFON 相似或基

于 SFON 而发展出来的新的概念都强调了“自发”

这一特性, 即, 无他人指导和暗示下的个体自发

的注意或感知, 但都不同于 SFON 的概念。由于

多数研究只涉及一种或至多两种自发的数学聚焦

倾向, SFON与其他自发数学聚焦倾向之间的关系

尚不清楚 , 需要进一步澄清 (Verschaffe et al., 

2020)。其中, SAN 与 SFON 的关系目前仍未有公

论。不过可以认为 SAN 是 SFON 的一个子成份, 

是在 SFON 过程中对于精确小数字的自发注意。

对 SAN 的探讨可应用于较小年龄的幼儿, 而对于

较大年龄的儿童和成人则是没有意义的。对于

SAN 是否会优于 SFON 之前发生仍不清楚, 对二

者的关系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另外, 关于 SFON

与 SFONS 的联系也尚未明确。SFON 的发展或许

要早于 SFONS (Verschaffel et al., 2020)。因为

SFON 涉及对非符号性数字的自发关注, 而 SFONS

则涉及对符号性数字表示的关注。但 SFONS 是否

真正独立于 SFON 也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

未来研究者可注意厘清 SFON 与其他自发数学聚

焦倾向的理论联系。 

3  自发数量聚焦的任务测量 

为客观测量 SFON 倾向性这一数学相关的个

体特性, Hannula (2005)提出测量任务需合乎以下

原则：(1)未有明显的数学方面的任务设置; (2)答

案有多种可能的解释(数学和非数学); (3)每个被

试对所有项目都能充分参与; (4)项目设置皆在个

体的能力范围内。由 Hannula 和 Lehtinen (2001; 

2005)最先提出的 SFON 行为测量任务包括模仿任

务(Imitation task)、寻找任务(Finding task)和模型

任务(Model task)三种, 目前已受到较多研究者的

认可和使用(Hannula-Sormunen et al., 2015; Mcmullen 

et al., 2015; Nanu et al., 2017)。模仿任务是让儿童

在主试的指导下模仿主试的动作, 不同年龄段的

儿童的模仿任务材料有所不同; 寻找任务是让儿

童在主试的带领下回答金块藏在哪一顶帽子下面; 

模型任务则是让儿童将自己的模板做成主试模板

的样子(Hannula & Lehtinen, 2005; Hannula-Sormunen 

et al., 2015; Mcmullen et al., 2015; Nanu et al., 2017)。

模型任务与模仿任务的本质上有些相似, 只是一

个模仿主试的行为, 一个还原主试的模板。因为

实验环境的特殊性, 已告知儿童是需要模仿主试

的行为, 儿童的行为会受到主试行为的制约, 在

实验中行为任务上的模仿中儿童关注到数量并不

一定能完全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自己自发地关

注数量信息。选择任务也是 Hannula (2005)较早提

出的一种行为任务, 如, 让儿童给不同的毛绒玩

具穿上袜子。我们认为也可将其归为经典任务 , 

且该任务可以让儿童的行为更自主, 而非刻意模

仿主试的行为, 更有利于测量真实的SFON倾向性。 

之后研究者开始对 SFON 的测量工具进行创

新, 多是言语的测量任务, 如, 照片任务(Hannula 

et al., 2009), 图片任务(Batchelor, 2014; Batchelor 

et al., 2015; Rathé et al., 2019), 以及涉及口头数

字故事在内的任务等(Tian & Siegler, 2015)。图片

任务最初是在 Batchelor (2014)的研究中提出, 让

儿童在主试的带领下观看图片, 图片消失后由被

试描述图片, 主试用纸笔记录答案, 作答没有时

间限制(图片示例可参考 Batchelor, 2014)。Rathé

等人(2016)发现当同时采用行为测量(模仿任务)

和言语测量(图片任务)时, 图片任务要比模仿任

务更能在幼儿阅读画本时体现出 SFON 倾向性的

作用, 通过图片任务测量出的高 SFON 倾向性儿

童会更多地表达画本中数学相关的内容。Rathé

等人 (2019)最近自编了比利时风格的图片任务 , 

可以让儿童自由地表达, 且操作简单, 适用范围

更广, 更适合测量儿童的 SFON 倾向性。照片任

务与图片任务性质与功能相似, 但所呈现的材料

不同, 是直接对现实活动的拍照。在所有的 SFON

任务施测中, 主试都不能刻意提醒儿童关注数量

或数学的方面, 也不可以给予任何暗示性的回应

或者引导(Hannula, 2005; Hannula & Lehtinen, 2005; 

Hannula-Sormunen, 2015)。SFON 测验的评分根据

儿童是否有自发关注数量的行为(数手指)或者言

语进行打分, 每个任务“0、1”计分((Hannula, 2005)。

此外, 最近还有研究者采用数量偏向任务(numerosity 

bias task, NBT), 被试可采用数量或颜色策略对左

右两边点阵进行选择, 但该任务仅适用于成人被

试(Ben-Shachar et al., 2020)。选择任务的后期也发

展出图片选择任务, 给出一个目标图片和四个选

项, 可根据形状、颜色、数量等方面进行选择(Chan 

& Mazzocco, 2017)。这两种任务更便于机测和试

施, 但这两种任务控制了过多的因素, 任务中的

数量特征相对明显, 其生态效度仍需要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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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同的 SFON 任务都已有所应用, 但目

前对这些任务心理测量特性的证据却非常有限

(Batchelor, 2014)。Hannula 等人仅为其任务的预

测效度和区分效度提供了一定证据(Hannula et al., 

2010; Hannula-Sormunen et al., 2015)。但 Batchelor 

(2014)却发现, 模仿任务、模型任务和寻找任务的

重测信度和聚合效度较差, 低于可接受水平。不

过信效度的测量往往会受到项目次数的影响

(Batchelor, 2014), 信度低可能是由于 SFON 测验

任务较少导致的。因而, 需在研究中增加 SFON

任务的试次数。在计分方式上, 现有的 SFON 测

量工具多采用“0、1”计分, 属于“非有即无”计分方

式 (Batchelor et al., 2015; Hannula & Lehtinen, 

2005; McMullen et al., 2011)。这很难准确衡量出

个体的倾向性, 因而对评分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细

化。此外, SFON 又被学者们认为受到文化环境的

明显影响(Batchelor, 2014; Bojorque et al., 2017; 

Tian & Siegler, 2015)。虽然 Tian 和 Siegler (2015)

在研究中探讨了中国儿童, 但对其结果的解释也

受到了测量工具信效度的制约。因此, SFON 的本

土化测量工具亟待解决。建立和完善 SFON 图片

库将更有利于开展我国儿童 SFON 的相关研究。

最后, 个体在自发地关注日常会话、故事书等的

数词时, 他们在关注和运用数量方面也可能存在

个体差异。如何更准确地捕捉到个体的自发关注

倾向是未来研究的重中之重。Hunnula 等人(2009)

曾尝试探究成人 SFON 的神经关联(Hunnula et al., 

2009)。结果显示 SFON 任务激活了额顶叶皮层, 

当看图片时, 与不自发和要求说出图片中数量(给

予指导的版本, Guided Focusing On Numerosity, 

GFON)相比, 自发说出图片数量的个体的 EEG 震

荡更明显。这表明, SFON 的个体差异可能是由于

对刺激编码的差异。不过该发现仅以会议论文形

式进行过交流, 并未公开发表。未来或许可尝试

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 从神经指标上寻找个体

存在较高 SFON 倾向性的表现, 以更准确地测量

SFON 倾向性。 

4  自发数量聚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4.1  作为数学表现领域特异预测因子的 SFON 

最早关于 SFON 的研究主要针对儿童入学初

期在数学技能和数学学习困难上表现出的明显个

体差异(Krajewski & Schneider, 2009)。纵向研究发

现, 3~12 岁的正常发育儿童在自发地将注意力集

中在精确数量上的倾向性上存在很大差异(Hannula 

et al., 2010), 而且独立于学习困难和发展障碍(Edens 

& Potter, 2013)。另外一些证据则显示 , 儿童的

SFON 与早期数学技能(如, 基于感数的枚举、计

数、数字序列技能和基本算术技能) (Hannula & 

Lehtinen, 2005; Hannula et al., 2007), 数学成绩

(Hannula et al., 2010; Hannula-Sormunen et al., 

2015), 以及有理数概念知识 (Mcmullen et al., 

2016)都有着密切联系。学龄前儿童的 SFON 倾向

性可以有效预测未来二年级(Lepola & Hannula- 

Sormunen, 2019)和五年级时的算术技能和数学知

识(Nanu et al., 2017), 以及六年级时的有理数概

念知识 (Mcmullen et al., 2015)。可见 , 较高的

SFON 倾向性明显有助于促进儿童后期数学能力

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 , 现有的初步纵向证据显示 , 

SFON 倾向性仅对儿童后期的算术技能起到预测

作用 , 而非阅读技能等其他方面(Hannula et al., 

2010; Hannula-Sormunen et al., 2015; Nanu et al., 

2017)。与正常发育的同龄人相比, 有数学学习困

难的儿童(如发展性计算障碍)的 SFON 倾向可能

会降低(Kucian et al., 2012)。另有研究者最近通过

潜剖面分析发现, 在所有数学任务上低能力组的

个体也会表现出较差的 SFON倾向(Gray & Reeve, 

2016)。这意味着, SFON 倾向性或许是个体在数学

领域内的早期特异预测因子之一(Hannula et al., 

2010)。它对于儿童后期的数学学习及个体发展都

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因其具有的领域特异

性, 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鉴别发展性计算障碍或

数学能力低下儿童的一个重要指标。 

4.2  SFON 影响数学表现的作用机制 

当前学者们对于 SFON 与数学表现之间的联

系究竟涉及哪些机制尚未明确 (Batchelor, 2014; 

Batchelor et al., 2015), 主要存在两种假设(Rathé 

et al., 2016)。第一种假设解释强调认知因素的作

用, 如工作记忆、抑制和语言等, 与早期数学发展

密切相关 (Moll et al., 2015; Purpura & Ganley, 

2014; Purpura & Napoli, 2015)。研究者发现, SFON

与儿童的执行功能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且会

影响到非符号数量表征的敏锐度 (Fuhs et al., 

2018), 而非符号数量表征对于后期符号数字的学

习、运算和数学表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Ge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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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Marle, 2016)。Batchelor 等人(2015)也证实, 

SFON 与儿童的符号灵活性有关, 或许可以用符

号和非符号比较技能的差异以及非符号和符号数

量表征间的映射能力来解释 SFON 的作用机制。

即, SFON倾向性与符号比较技能之间的关系由非

符号比较技能和映射能力所中介。Ben-Shachar 等

人(2020)的最新证据显示近似数量系统(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 ANS)也可能是导致 SFON 倾向性

个体差异的成因, 在控制年龄的情况下, 更善于

辨别非符号数量的儿童也有着更高的 SFON 倾向

性, 表明 SFON 与 ANS 之间更可能是双向的作用

关系。因此, 认知因素影响 SFON 与数学表现之

间联系的推断虽然在理论上合理, 但可能还有其

它因素制约着 SFON 对个体数学表现的作用。 

第二种假设解释集中在教育环境因素的作用

上。儿童的日常生活环境会为数学思想和数学知

识提供丰富的背景, 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学习环境

甚至能够影响儿童 10 岁的数学表现(Melhuish et 

al., 2008)。同样, 父母的数学相关交谈也已被证明

与儿童的早期算术发展有关(Gunders & Levine, 

2011)。不过有研究者对此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

Batchelor (2014)发现父母的 SFON 与儿童的 SFON

其实没有相关。Rathé 等(2020)的最新研究也发现

儿童的 SFON 与家庭数量环境没有显著的相关, 

该研究中通过测量父母数字期望作为家庭数量环

境的指标。我们认为, 其研究结果受到 SFON 工

具信效度的制约, 目前仍未明晰文化和环境因素

对 SFON 倾向性的真实影响。SFON 倾向性与后

来的数学表现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用儿童在日常

生活中对精确数量的识别和所利用的自发自我启

动练习来进行解释, 这也将更利于教育者对儿童

进行干预以提高 SFON。已有初步证据证实, 中国

儿童在包括口头数字故事在内的 SFON 任务中表

现要优于美国同龄儿童, 这很可能是由父母在家

庭环境中谈论数字的数量方面存在差异所导致

(Tian & Siegler, 2015)。因此, 深入探讨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儿童 SFON 倾向性的特点及其影响就显

得尤为必要。 

但有研究者指出, 由于大多数 SFON 的个体

差异都发生在同一文化背景下, 因而文化的作用

可能很小, 而多是个体内部的因素(Pelland, 2020)。

数学动机分为趋近和逃避数学两种反应(Wang et 

al., 2015), 内在数学动机能够预测儿童的数学成

绩, 并解释五年级到十年级成绩的增长(Murayama 

et al., 2013)。我们推测, 个体这种愿意增加自主练

习数学相关技能的倾向 , 也可能与数学动机有

关。当儿童自发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数字方面的倾

向非常强烈时, 其对数学的内部态度可能是愿意

趋近的动机, 这使得他们可以进行大量的数字识

别和数学练习 , 从而增强了对数字方面的理解 , 

取得良好数学成绩。高 SFON 倾向性会促使儿童

更乐意去接近数学, 也能更多地自发关注到环境

中的数量和数学信息, 这将有利于培养儿童趋近

的数学动机。Lepola 和 Hannula-Sormunen (2019)

研究中探讨了 SFON 是否会通过数学动机取向作

用于算术技能, 其结果发现 T2 时间点 SFON 与任

务逃避之间显著的负相关 , 以及 T2 时间点的

SFON 与 T3 时间点的任务趋近有显著的正相关, 

与任务逃避有负相关。即, 个体 SFON 倾向性越

高, 则越少出现逃避数学任务的行为, 越易趋近

任务(Lepola & Hannula-Sormunen, 2019)。但其研

究并没有得出 SFON 与动机取向的预测关系。这

可能是因为其动机取向采用的是教师评定, 而不

是儿童的自主报告, 且其任务趋近量表 Cronbach’s 

α 值都在 0.8 以下。Baroody 等人(2008)和 Hannula

等(2010)的研究中也都提到 SFON 可能反映了儿

童对待数学的兴趣和动机。不过也有研究表明 , 

SFON 与数学动机(包括喜欢数学、数学自我概念

和数学方面的实用性 )无相关关系 (Nanu et al., 

2017)。但是该作者采用的是 5 岁儿童的 SFON 预

测小学五年级时的数学动机, 而数学动机很容易

受到如数学成绩、前期经验、父母和教师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而波动(Prast et al., 2018; Wigfield et 

al., 2015), 因而其不相关的结果可能并不可信。但

鉴于目前证据还明显不足,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

讨 SFON 倾向性对个体数学动机的短期及潜在长

期影响。 

此外, SFON也可能是导致儿童数学焦虑的早

期成因之一。SFON 倾向性低的个体可能容易产

生较高的数学焦虑。基于 SFON 与数学动机的正

向联系, 而数学焦虑个体则会倾向于逃避与数学

相关的情景(Ann et al., 2016), 与数学动机呈负相

关(Chang & Beilock, 2016)。已有研究直接支持了

高数学焦虑个体存在回避数学任务的现象, 且具

有特异性(Choe et al., 2019)。而 SFON 倾向性高的

个体, 不但很少回避数学相关的信息, 还会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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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数学方面(Hannula et al., 2007, 2010)。因而

SFON 倾向性低的个体很可能由于其在环境中的

数学相关训练较少, 导致数学表现和算术技能较

差(Batchelor et al., 2015), 进而导致个体产生数学

焦虑(Maloney, 2016)。另外, 有研究者认为, 认知

层面的算术技能, 包括数学流畅性和计算, 是儿

童数学焦虑的最显著的预测因子(Daches Cohen & 

Rubinsten, 2017)。前人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果 , 

即数字和空间能力的认知因素可能会导致数学焦

虑 (Beilock & Maloney, 2015)。基于前人研究 , 

SFON 倾向性与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数量表征

具有正向影响(Batchelor et al., 2015; Hannula et al., 

2007, 2010; Rathé et al., 2016; Fuhs et al., 2018)。

因此, SFON倾向性低很可能是导致儿童早期数学

焦虑出现的一个重要潜在原因。 

4.3  SFON 的长期变化及与后期数学发展的联系 

目前, 研究者多是探讨学龄前儿童的 SFON 

(Batchelor et al., 2015; Hannula et al., 2010; Rathé 

et al., 2019), 以及学龄前 SFON 对小学阶段数学

能力的影响(Hannula-Sormunen et al., 2015; Lepola 

& Hannula-Sormunen, 2019; McMullen et al., 2015; 

Nanu et al., 2017), 但也有研究者直接探讨小学儿

童和成人的 SFON (Batchelor, 2014; Ben-Shachar 

et al., 2020)。虽然 SFON 属于个体早期的数学相

关特质 , 且研究者认为这种特质是较为稳定的

(Hannula-Sormunen, 2015), 但目前未有研究直接

考察个体随年龄增长 SFON 的变化, 而只是针对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发现了倾向性上的差异, 这并

不能直接说明 SFON 是稳定的。还尚未清楚随着

年龄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高, 个体的 SFON

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变化。目前研究多是通过相关

和回归分析探讨学龄前儿童的 SFON 对小学和之

后阶段的数学能力的影响 (Hannula-Sormunen et 

al., 2015; Lepola & Hannula-Sormunen, 2019; Mcmullen 

et al., 2015; Nanu et al., 2017), 而并未能直接探讨

SFON 的作用。因而未来研究也可采用实验操纵

方式, 探讨小学和中学阶段个体的 SFON 与其数

学表现之间的因果联系, 也可探讨成人群体(比如

父母、教师等)的 SFON 与儿童 SFON 的关系, 以

进一步深化对 SFON 的具体作用的理解。 

另外, 人们只是了解 SFON 对于数学领域特

异性的影响多局限在早期数学能力上(Hannula & 

Lehtinen, 2005; Hannula et al., 2007)。SFON 对于

个体后期数学的发展也只是算术技能、数学知识、

有理数的学习和数学成绩方面(Hannula et al., 2010; 

Hannula-Sormunen et al., 2015; McMullen et al., 

2016; Nanu et al., 2017), 并未探讨儿童 SFON 倾

向性与其后期高级数学能力的关系, 比如复杂算

术运算、应用题、分数、小数、代数等。同时, 对

于 SFON 如何影响个体后期数学表现的作用机制

也尚未明晰, 未来可继续尝试探讨与工作记忆、

数学关系表征、数学态度、数学兴趣等认知与情

感方面因素的联系。另外, 具有较高数学能力和

较高数学任务值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职业(Wang et al., 2017), 

但 SFON 倾向性的高低是否会影响个体后期在专

业和职业中的选择仍是未知, 未来研究者也可从

毕生发展观的角度进一步探讨 SFON 倾向性对专

业和职业选择的作用。 

5  面向教育实践的儿童 SFON干预研究 

目前为止 , 已有初步证据表明 , 儿童的

SFON 倾向性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手段来加

以促进和提高 (Hannula et al., 2005; Hannula- 

Sormunen et al., 2015)。这方面尝试无疑将有利于

教育者改进针对幼儿数学发展的实践措施。基于

SFON 的作用机制, 个体自发关注数量会增加其

对数学相关的练习, 从而进一步增强 SFON (Hannula 

et al., 2010; Hannula-Sormunen et al., 2015)。因而, 

对 SFON 的干预主要是提高个体关注数量的意

识。目前研究多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

明确的任务或活动中直接指导儿童关注数量信息

(Braham et al., 2018), 另一个是增加环境中能够

刺激儿童自发关注数量的活动(Susperreguy & Davis- 

Kean, 2016)。例如, 积木游戏或者餐前准备活动

(确定所需的盘子、叉子、餐巾和杯子的数量), 能

够让儿童更多关注数字或数学相关信息, 而戏剧

表演游戏或者自由绘画任务则较少引起儿童在数

量上的自发关注(McMullen et al., 2019)。 

对于第一个方面, 已有研究表明, 增强父母

在日常生活中谈论数学的机会的意识, 增加他们

在家里对数学的讨论, 也会增加学龄前儿童对数

字、大小测量和几何等方面的知识(Gervasoni & 

Perry, 2017)。Hannula 等人(2005)对于日托机构的

138 名 6~7 岁儿童曾通过社会交流的干预方式提

高他们在活动中的 SFON, 但其干预效果只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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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一开始就具有 SFON 的儿童中有明显增强。因

此, 干预的效果可能取决于儿童是否一开始就具

有 SFON 倾向性。未来研究可以探讨通过指导确

定初始 SFON 倾向性较低的儿童中是否也会增强

加其 SFON 倾向性, 并从年龄更小的儿童开始干

预。最近, McMullen 等人(2019)提出采用 SFON“诱

饵”任务, 将日常生活中的物体并排, 以突出数量

特征, 增加儿童对数量的关注, 教师还可以通过

询问儿童或者行为动作来引导儿童关注数量信息, 

结果表明实验组的 SFON 有显著提高。然而, 有

研究者只是通过在实验任务中敲击任务来引导被

试关注数量方面的信息, 但是这种模糊提示的方

法并没有在儿童中起到引导关注数量的作用

(Chan & Mazzocco, 2017)。即, 有意地操纵数字和

直接引导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可以吸引孩子们对

一组物品的数量的注意。Braham 等人(2018)让 54

名学龄前儿童和父母在儿童博物馆的展览中一起

玩, 其中将父母分为使用数字提示或非数字提示

(控制条件)两组, 并评估儿童在与父母玩耍前和

后的 SFON。结果发现在与父母一起玩后, 受到父

母数字提示的儿童要比未受到父母提示儿童的

SFON 得分更高(Braham et al., 2018)。这意味着, 

当父母在非正式的游戏环境中与儿童开展数量相

关的活动时, 有利于儿童后期的 SFON 倾向性增

强。但该研究并未报告干预活动的效果究竟能够

持续多久。 

在第二个方面, Chan 和 Mazzocco (2017)研究

表明, 在所采用的图片选择任务中将数量、模型

和位置共存的任务条件要比数量、颜色和形状的

条件更能引起儿童关注数量方面(Chan & Mazzocco, 

2017), 说明环境对儿童的自发数量关注的具有影

响, 且利于 SFON 可塑性, 有些活动中数学信息

更为突出则更有利于吸引个体关注。Chan 等人

(2020)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 积木游戏与假装厨房

游戏相比, 积木游戏更能激发儿童和父母对数量

上的关注 , 而厨房游戏更多激发了空间上的关

注。但是该研究采用的厨房游戏是在道具的配合

下进行的假装游戏, 可能在真实环境中的餐前准

备仍可以让儿童关注到数量信息。基于目前相当

有限的干预研究, 我们认为, 未来这方面研究需

注意以下方面：(1)干预活动的时间和频率, 干预

周期要足够长, 对于低龄儿童, 各方面能力都在

初步发展, 因而干预的时间太短或次数太少对初

始的低 SFON 倾向性儿童可能是无效的; (2)低

SFON 倾向性儿童可能需要在更广泛的环境(如, 

家庭和幼儿园)中参与 SFON 干预活动。 

总之, 通过对环境中数量信息的隐性操纵或

通过显性的语言引导, 起到对 SFON 进行实质性

的干预作用, 是值得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

探讨的。由于目前关于环境对个体 SFON 的影响

研究依然缺乏, 进一步探讨不同环境对 SFON 的

影响及明晰 SFON 的本质则更有利于开展有效的

干预措施。未来研究者需着重考虑如何更好地从

环境中对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实施干预以提高

SFON 倾向性。 

6  小结 

自发数量聚焦(SFON)这一概念的提出, 让众

多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体在感数范围内对精确数量

识别和运用的预先注意过程, 即个体对环境中数

学相关的自发认知倾向。而早期 SFON 倾向性作

为数学表现领域特异预测因子, 对后期数学能力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为数量识别过程提供了必要

的练习, 也为个体早期数学技能发展的差异提供

了可能解释。但目前已有的测量工具和研究结果

仍较为局限, 未来研究应注重提高测量工具的信

效度, 尤其是生态效度, 深入探讨 SFON 的长期

变化及与后期数学发展的联系, 在文化、学校和

家庭的背景下, 进一步明晰 SFON 影响数学表现

的作用机制 , 如对数学动机和数学焦虑的作用 , 

并加强在教育实践中 SFON 干预效果, 以减少数

学障碍儿童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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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taneous focusing on numerosity (SFON) of children 

in informal learning environment 

CUI Shuang, GAO Yaru, WANG Yangyang, HUANG Bijuan, SI Jiwei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take an “ability” perspective on children’s early mathematical 

development. They mainly concentrated on children’s early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reby 

ignoring other possibly relevant aspects of young children’s early mathematical competen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spontaneous focusing on numerosity (SFON), which is a tendency of individuals to spontaneously 

pay attention to numerosity-related inform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SFON is likely to be the basis for most 

other mathematical focusing tendencies, but its association with spontaneous attention to a number (SAN), 

spontaneously focusing on arabic number symbols (SFONS), and spontaneous focusing on quantitative 

relations (SFOR) remains to be clarified. As one of domain-specific predictors of mathematical performance,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mechanism of SFON should be paid in future research. The mechanism of 

SFON may be explored from mathematical motivation and math anxie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SFON 

should be improved and innovated. Meanwhile, the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of SFON also 

sh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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